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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劳动力数据存在高估,但经过蔡昉调整后２０１５年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例依然为１８．３％,
比官方数字低１０个百分点[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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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集体决策模型构建理论模型,以家庭农场典型模式来源地湖北武汉、安徽

郎溪的普查数据为例,排除家庭收入与劳动供给之间内生性,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非

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２．５~６．０万元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对

家庭农业劳动供给有显著负向作用;受在总收入中占比、兼业经营等因素影响,其他区间的

非农经营收入影响不显著;在总收入中占比较小的其他收入影响不显著.因此,引导家庭农

场适度规模经营,加强职业农民培训,有助于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和自有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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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中国“人口红利”第二次开发具

有重要意义.根据就业机会与市场信号,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是中国

实现“库兹涅茨过程”的重要方面[１],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２].在农业

领域,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者农业技术熟练程度、农业生产效率,降低

雇工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率和经营规模,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实现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对１５个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研究表明,农业 GDP比重下降到４％以下、
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到６％~８％,农业就业人口非农转移才会接近稳定状态[３];根据２０１７年国际

劳工组织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东亚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分别为３．１％、４．１％.截至２０１７年

底,中国农业GDP和就业份额分别为７．９％、２７．０％① .这说明通过发掘农业劳动供给的现有存量,促
进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存在潜力.突破超小农业经营规模制约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１],而分

析收入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政策评估的重要方面[４].因此,研究家庭农场的农业劳动供给,对
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发掘“改革红利”有重要意义.

２００４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优化转移阶段”,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引起国内学者

的关注,但相关文献远少于非农劳动供给方面的.劳动力转移会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但不一定阻碍

农业生产,因为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留守劳动力的性别、人力资本状况、家庭财产,以及农

业机械化程度、农业经营规模与作物类型、非农劳动供给的地域与产业类别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成

果表明,非农就业收入主要增加普通农户中女性[５]、老年人[６]的劳动供给.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

为两个方面:(１)替代效应.通过汇款形式流回农村的非农就业收入,会提高劳动力的保留工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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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成本,降低农业劳动力投入,强化劳动力转移的负面影响[７Ｇ９].(２)收入效应.非农劳动供给有

利于农户流入土地,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规模效应[１０Ｇ１１],缓解农业经营面临的资本约束[４],促进生产

要素与固定资产本的投入,增加经营者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可能导致农业机械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减少;

在雇工从事农业生产情况下,雇工的边际成本大于市场工资[５].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农业

经营规模的同时,如何通过家庭劳动力供给促进农业经营专业化、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中国及全球农

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家庭劳动力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职业农民的收入,促进原有“小农”
的非农转移[１２].“小农”转向“非农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前者难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不利

于农业生产技术推广,降低生产效率[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农场①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人

力资本流失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两方面的作用[２].作用机制方面,乔金杰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提高

会增加农业机械投入,替代农业劳动力,促进农户非农劳动供给[１３].这一结论是基于２０１１年家庭平

均经营规模为１２．８５亩的农户样本数据得出的,其是否符合２０１３年以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新

形势?
尽管以上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以下方面有待深入研究:(１)在非农劳动供给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传统农户的影响,鲜有基于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将非农经营收入与

农业劳动供给纳入同一研究框架;(２)已有关于劳动力转移和家庭收入对农业劳动供给影响的文献,
以传统小农为研究对象;(３)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主体在经营方式、经营规模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

性,不能简单认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是相同的;(４)尽管国内学者对家庭劳动力投入对家庭农场

发展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１２Ｇ１３],但如何促进其自有劳动力供给,这方面依然缺乏有效的答案.本文主

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１)聚焦家庭农场经营户的农业劳动供给,以促进家庭农场经营专业化;(２)
在潜在的作用机制分析基础上,基于以家庭劳动供给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非农经营收入对家

庭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３)在研究方法方面,排除收入与家庭劳动供给之间内生性之后,采用门限回

归模型.

　　一、作用机制分析与理论模型

　　农村转移劳动力通常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难以享受广义工资所包括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住
房补贴等工资以外的报酬和福利.２００９年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雇主为农村劳动缴纳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布为５．９％、９．７％、２０．７％、１．８％.因此,以下将以狭义的

工资,即“非农经营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１．非农经营收入的作用机制分析

图１　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

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

受制于性别、农业发展条件、农产品相对价格等因素,家庭

劳动供给决策通常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次优选择过程[３].钱文

荣等认为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农业生产、农业投资等方面,可以归结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

应[８].在闲暇时间一定、不考虑其他收入②对农业劳动供给产

生“挤出效应”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图１说明非农经营收入

(IN )与农业劳动(LAg)供给之间的关系.
图１中横轴LAg表示家庭农业劳动供给量,纵轴IN 表示

非农经营收入,S 为家庭农业劳动供给曲线.假定家庭农业劳

２６

①

②

李宾等采用“家庭农场”的标准界定“农业专业大户”[２],这与２０１３年以来党和政府、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这两个主体的界定及生

产实际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此直接用前者代替.
在闲暇为正常商品的情况下,其他收入R 增加会提高保留工资水平,对工资性劳动时间LN 和农业劳动时间LAg产生抑制效应,
但难以推定对两种劳动时间的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增减情况.因此,此处的机制分析集中探讨工资性收入LN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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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供给的初始状态为点a,非农经营收入、家庭农业劳动供给量分别为IN０、LAg０.随着非农经营收入

由IN０增加到IN１,对应的农业劳动供给量减少到LAg１,即非农经营收入增加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

应,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S 在此期间呈现向左上方倾斜.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农业经营过程中

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上升,相对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可能出现农业劳动投入减少,进而导致物质要

素、固定资本等方面的资本投入增加;或者生产规模减少,进而替代或减少劳动投入.在点b之后,随
着非农经营收入增加,家庭非农劳动供给量减少.例如,当由点b 变动到点c,随着IN１增加IN２,家
庭农业劳动供给量增加到LAg２,即非农经营收入增加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表现为在缓解“信贷

约束”或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家庭行为决策的一种备选项,可以将非农经营收入用

于农业生产经营,引致家庭农业劳动投入增加.

２．理论模型

在家庭内部,男性劳动供给决策对女性配偶具有群体效应[１０],非农经营收入对留守劳动力就业

决策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８].因此,以家庭而不是个体作为劳动供给的决策单元,具有三方面的

优势:参数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更符合个人或家庭的效应最大化原则;实证结果更加符合男女工资差

异与收入不平等的实际[１４].假定α为家庭偏好,其受人力资本 H、年龄A、其他家庭异质性因素D
影响,即有:

α＝α H,A,D( ) (１)
假定不考虑借款、跨期消费等因素,家庭时间总量为外生的常量.非线性效用函数能够反映非劳

动收入对劳动力保留工资①的影响、风险偏好类型,而线性效用函数不具备此优点[１４].因此,结合反

映家庭异质性偏好的式(１),采用CobbＧDouglas效用函数,则家庭效用函数为:

u X,Le,H,A,D( ) ＝α H,A,D( )XβLeγ,其中β,γ＞０ (２)
式(２)中,X 为家庭消费的物质商品集,其对应的价格集为P;Le为闲暇;β、γ 均为效用系数.根

据“新古典农户经济学理论”,农户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其农业就业、非农劳动供给和

消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不可分性”[１５].具体而言,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满足以下条件:
XP≤I＝IAg＋IN ＋R (３)

式(３)中,I为家庭总收入,IAg为农业经营收入、IN 为非农经营收入、R 为其他收入.男女的生

物学性别、人力资本、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决定按比较优势在家庭内部实行分工与专业化的必然

性[１６].假定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相互监督,家庭财产性收入获取所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可以忽略

不计,则家庭成员拥有的时间总量L 由农业劳动时间LAg、工资性劳动时间LN 、闲暇Le 三部分组

成,即:

L＝LAg＋LN ＋Le (４)
假定农业经营收入IAg主要由农业劳动时间LAg、时间工资WAg决定;非农经营收入IN 主要由非

农劳动时间LN 、单位时间工资WN 决定.不失一般性,假设存在以下线性关系,即:
IAg＝LAg􀅰wAg,
IN ＝LN 􀅰wN (５)

在时间分配过程中,为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则农业劳动时间边际收入与非农劳动供给时间的相

等,即:

∂IAg

∂LAg
＝

∂IN

∂LN
(６)

结合以上边际收入相等的原则式(６),由函数式(２)~(５)可以得到非农经营收入与农业劳动投入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LAg＝L－
IN

wN
－

γ
βwAg

􀅰α H,A,D( ) 􀅰 LAg􀅰wAg＋IN ＋R( ) (７)

３６

① 非就业收入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求职的边际成本和预期工资水平两方面,取决于婚姻状况、配偶就业状况、子女状况(包括子

女数量、年龄等方面)、就业市场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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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７)中的非农经营收入IN 求导,可得:

∂LAg

∂IN
＝－ βwAg＋γwN 􀅰α(H,A,D)

wAg􀅰wN [β＋γα H,A,D( ) ]
(８)

由式(８)可知非农经营收入对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这种影响大小主要由

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工资水平决定,即现实中的农业经营与非农经营的年收入决定.具体而言,在
当前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老龄化日趋严峻的现实背景下,非农经营收入对农业劳动投入的影响大小

是多少? 图１中两者之间拐点在什么范围出现? 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实证分析.

　　二、实证模型构建与样本数据

　　１．变量选取

衡量短期劳动供给有劳动市场参与率、工作时间、工作努力程度三个衡量指标.农业劳动供给行

为属于经济学中的短期行为,以及后两种指标数据收集难度较大;本文的研究目标为提高家庭的农业

经营专业化和经营效益,同时考虑现实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家庭农业劳动参与率”作为衡量“家庭农

业劳动供给”的指标.由于６~１５岁尚处于中国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本文的劳动力人口为１６~６４
岁、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家庭成员,不包括全职学生、残疾或重大疾病的家庭成员.具体而言,家庭农业

劳动参与率由农业劳动力数除以劳动力总数得到.
解释变量包括:非农经营收入(X１),具体包括打工和自营性商业收入、提供农业服务性收入;由

财产性收入、政府补贴与奖励性收入等组成的其他收入(R).这是因为非农经营收入意味着相应的

劳动供给,对家庭农业劳动供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当闲暇是一种正常商品时,其他收入增加会提高

保留工资,导致劳动力就业时间减少.然而,微观劳动供给取决于收入的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还受个

体异质性因素的直接影响[１７].
鉴于劳动力数量、耕地经营规模、收入水平等家庭异质性因素对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有显著影

响[１６],以及好的控制变量取值应不随非农经营收入(X１)变化,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Z１)及平均受教育年限(Z２).家庭内部分工部分取决于经验和人力

资本投资的不同,按照比较优势或相对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１６].在家庭层面,人力资本状况是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而常用的衡量标准有家庭或户主的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１８Ｇ１９].其中,
工资水平与受教育水平成正比例关系,而更高的工资水平通常引致劳动供给增加①.

(２)经营土地面积(Z３).其决定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单位成本与机械化水平[２０],与农业生产率、
经营收入状况直接相关,影响非农劳动供给的机会成本与决策.特别是,随着经营面积的增加,家庭

成员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和劳动供给量显著减少[１３].同时,经营土地面积间接反映农业经营范围,
因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等农产品,在土地、劳动、资本方面所需的要素投入比率不同.

(３)当地人均 GDP(Z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就业率、工资水平及消费,这是因为:当地

人均GDP反映了非就业性收入与劳动供给之间的交互效应,即宏观层面的工资水平直接决定农业劳

动的机会成本,影响家庭劳动力投入决策;家庭财富是决定劳动供给时间长短的重要因素,忽视其影

响会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偏差[４].当地人均 GDP提高对本地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外部性,可以反映整

体家庭财富状况.此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指标,会影响政府对农业发展

的扶持力度.
(４)土地流转年限(Z５).对于投资大、回收期长的大中型机械和生产性基础设施而言,土地流转

年限直接影响经营者的投资回收期、经营稳定性和收益.在当前保持承包权稳定的背景下,虽然土地

流转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有限,但小规模农业经营收益较低,违约农户比例相对较少.因此,土地流转

４６

① 劳动供给的关系涉及非线性工资水平问题,对于工资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大多数学者取得了一致共识:个体是否与处

于半失业状态,取决于其单位工资是否下降１５％~２３％;当每小时工资水平降低２０％~２５％,其每周工作时间将由４０小时减少

到２０小时.除了工作时间方面的影响外,工资水平的变动还影响到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工作类型和就业行业[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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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会直接影响经营的要素投入、种植结构等.
(５)农业机械投资(Z６).根据诱致性变迁理论,在农业耕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情况下,机械替代劳

动力投入是弥补单位面积劳动投入不足、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一种理性经营策略.从国际经验来看,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和农业劳动供给之间存在替代效应[１０].因此,将家庭农场近５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农业机械投资纳入控制变量中.

(６)儿童数量(Z７)和老年人数量(Z８).对儿童和老人的照料会减少家庭主要劳动力,特别是女

性的非农劳动供给[２１].在经济发达地区及其邻近地区,非农劳动供给机会较多,就业市场信息发布

机制更完善,劳动机会成本增加,农业劳动供给降低的可能性较大[１８].鉴于样本来源地武汉、安徽郎

溪分别属于中部特大城市、临近长三角城市群地区,非农劳动供给机会较多;家庭抚养因素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将１２岁以下儿童、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２．实证模型

由劳动供给理论可知,收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通常表现为非线性,即劳动供给函数形式随收入而

变化.由图１中的分析可知,非农经营收入的影响可以分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部分,当其取值达

到某一“门限值”之后,表现为收入效应为主.同时,在“家庭劳动力参与率”与 “非农经营收入”存在

非线性关系的情况下,门限变量可以是“非农经营收入”或外生变量,得出的实证结果比普通回归更准

确.因此,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
为规避人为确定“非农经营收入”取值风险,结合理论模型式(８),分别设定不同门限值情况下的

门限回归模型.其中,单一门限值模型具体形式为:

LAgi＝α＋β１XiI(di≤ρ)＋β２XiI(di＞ρ)＋θZi＋εi (９)
式(９)中,LAg表示家庭农业劳动参与率;X 为外生的非农经营收入;I(×)为示性指标函数,d 为门

限变量非农经营收入,ρ为门限值;Z 是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年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业经营规

模、土地流转年限、当地人均GDP;下标i表示第i个家庭;α为反映家庭异质性的系数,β、θ为估计系

数;εi 是随机扰动项,表示条件期望函数中不可观测部分.
在双门限值的情况下(多门限值的情况类似),模型设定为:

LAgi＝α＋β１XiIdi≤ρ１( ) ＋β２XiIρ１＜di≤ρ２( ) ＋β３XiI(di＞ρ２)＋θZi＋εi (１０)
通过栅格化搜索,当模型残差ε平方和最小时,可以确定式(９)、(１０)中的ρ值即为门限值.

３．样本数据来源与说明

湖北武汉、安徽郎溪均是中国家庭农场发展五大模式的发源地之一,以两地作为样本来源地具有

典型的代表性.２０１７年７月中下旬,课题组组织４０名师生在安徽郎溪的９个乡镇,湖北武汉的江

夏、东西湖、蔡甸、汉南、黄陂、新洲６个区５６个乡镇,对２０１６年登记注册家庭农场发展状况进行普

查,通过一对一访谈形式进行家庭农场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６２１份,其中武汉２９８份、郎溪

３２３份.
基于问卷调查的实际情况,对如下情况予以说明:(１)有关农业劳动力类型的问题为“(某位家庭

成员)参与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状况”,对应答案为“１．全职;２．兼职;３．未参加”.针对选择“２．兼职”参加

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将其算作半个农业劳动力.当有奇数家庭成员兼职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采取

“四舍五入”的办法计算家庭农业劳动力①.(２)根据家庭劳动力在各学历段的人数比例,采用IFＧ

PRY公式②,计算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３)根据«土地法»的有关规定,不同类型土地的承包

期限是不同的,而问卷调查涉及耕地、水面、林地等土地类型.针对这种情况,结合家庭农场的主营范

５６

①

②

例如,当某个家庭中,全职和兼职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别为２人、３人,则其农业劳动力总数为２人＋３×０．５人＝３．５人,采取

四舍五入办法,记为４人.本文采取这种办法主要是基于下考虑:(１)家庭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
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１８].其中,成年女性通常承担着照料家庭和取得收入的双重角色[２２].就家庭农场经营而言,通
常情况下女性家庭成员将更多的劳动时间投入到家务活动,有利于促进男性成员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２)６２８份问卷中

兼职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４２６人,户均为０．６８人,基本符合每个家庭有一个女性以家庭劳动为主的事实.
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学历比例×６＋初中学历比例×９＋高中或中专学历比例×１２＋高等学历比例×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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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确定土地类型及其流转年限.对于将耕地改造为鱼塘的情况,并不能改变耕地的土地类型及其承

包年限,依然按耕地计算.(４)当地人均GDP 分别采用的是２０１６年郎溪的县级人均GDP、武汉市

级的人均GDP.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公共财政决策主要由县级及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且乡

镇层面通常是没有统计或不公布辖区人均GDP.(５)部分农户采取口头形式流转土地,没有确定具

体的土地流转年限,部分样本中的“土地流转年限”数据缺失.鉴于该变量为控制变量,且邻近地区的

土地流转年限、土地流转价格基本相同.对于该项数据缺失情况,采用同村或邻村的数据补齐.样本

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１.
表１　变量的基本统计性描述 N＝６２１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劳动参与率(L) — ０．７０ ０．２２ ０．１３ １．００

非农经营收入(X１) 万元 ３．４０ １３．８９ ０ ２００．２０

道路设施投资(IV) 万元 ８．１９ ２１．１４ ０ ３００

其他收入(R) 万元 ３．６２ １１．４４ ０ １４２．００①

平均受教育年限(Z１) 年 １１．３６ ２．４９ ０ １６

平均年龄(Z２) 年 ３９．１４ ６．９０ ２４．００ ６８．００

经营土地面积(Z３) 亩 ３０７．８０ ３９１．５０ ０ ４７５０．００

当地人均GDP(Z４) 万元/人 ７．２４ ３．７９ ３．６５ １１．２３

土地流转年限(Z５) 年 １２．２４ ６．１６ １．００ ５０．００

农业机械总投资(Z６) 万元 ２２．３７ ４１．３０ ０ ３３９．１４

儿童数量(Z７) 人 ０．３０ ０．５５ ０ ２

老年人数量(Z８) 人 ０．２９ ０．６０ ０ ２

　注:道路设施投资(IV)为后期内生性检验的工具变量.

　　三、内生性检验与实证结果

　　１．内生性检验

家庭收入和劳动供给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若不解决该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存在选择

偏误.结合选择工具变量(IV)的相关性、外生性这两个基本条件,选取“道路设施投资”作为 “非农

经营收入”(X１)的IV.在农村地区,广义的“道路设施”包括农村公路、田间机耕道两部分,将与其相

关投资作为潜在的有效IV 是因为:(１)农户投资与生产密切相关机耕道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是因为:
土地流转合同并不能保证经营稳定性,建设机耕道的交易成本较高、收益期限不确定;建设机耕道涉

及耕地占用及相关的行政审批,容易与原有土地承包者产生纠纷;(２)农村公路建设已经完善,个人投

资可能性较小.根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２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３６３．４万公里,乡镇和建制村公路通达率接近１００％,通沥青(水泥)路率分别达到９７．４％和８６．３％.问

卷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受访农户道路设施投资主要是用于与经营相关的道路平整与维护,与农业劳动

供给的相关性较低,而在家庭农场经营普遍面临“信贷约束”的情况下该项投资与家庭资产状况直接

相关.因此,本文采用道路设施投资作为非农经营收入的IV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２SLS),实证

结果见表２.
表２中第一列为２SLS估计结果,通过与 OLS回归(第二列)结果对比发现,两种方法估计的大

部分变量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存在内生性变量,根据在异方差

稳健下的DurbinＧWuＧHausman内生性检验结果(Chi２(１)＝０．４８,P＝０．４９),在本文样本中并不能拒

６６

① 有学者对变量“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的最大值存在疑问,对此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少数家庭农场存在私营企业主以工商资本经

营的情况,来自非农领域的收入较高,使得家庭农场经营“副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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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农经营收入变量外生的假设,说明本文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因此可以采用更具效率的

OLS进行回归.考虑到非农经营收入对农户农业劳动力供给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采用门限回归模

型验证.
表２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２SLS OLS 差值 标准误

非农经营收入(X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７

其他收入(R)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６

平均受教育年限(Z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

平均年龄(Z２)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经营土地面积(lnZ３)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３

当地人均 GDP(Z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４

土地流转年限(Z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７

农业机械总投资(lnZ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３

儿童数量(Z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６０

老人数量(Z８)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９０

常数项 ０．５２５２ ０．５１２３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８８

　注:差值＝２SLS列对应的系数值ＧOLS列对应的系数值.

　　２．基于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

(１)门限效应检验及门限值估计.通过门限效应检验确定门限变量个数及其取值,明确实证模型

的具体形式.先后设定单门限、双门限、三重门限三种情况,得出的检验结果F 统计量、采用 BootＧ
strap方法产生的P 值见表３.表３中的结果表明,单一门限回归模型和双门限回归模型在１％水平

均显著,三重门限回归模型的F 值在１０％及以下的水平不显著.因此,基于门限效益检验结果及现

实经济意义,选择双门限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３　门限效应自抽样检验结果

模型 门限值 F 值 P 值 Bootstrap次数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单门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４５∗∗∗ ０．００３ ３００ ７．９３１ ４．２４８ ３．２８４

双门限
２．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７９４∗∗∗ ０．０１０ ３００ ６．９２０ ３．２９８ ２．４２６

三门限 １５．６００ ２．７６４ ０．１２７ ３００ ７．２１２ ４．６５６ ３．６５３

　注:(１)P 值、F 值均为采用Bootstrap方法抽样３００次的结果;(２)∗∗∗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门限效应检验得出的双门限值分别为２．５００和６．０００,对应的置信区间分别为[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１５．６００].根据双门限值,可以将经营户分为非农经营收入X１≤２．５００(万元,下同),２．５００＜
X１≤６．０００,X１>６．０００三种类型.

(２)实证分析结果及其稳健性检验.由于耕地面积(Z３)、农业机械总投资(Z６)数据值较大且较

为离散,为控制异方差、使实证结果的系数更加显著,对这两个控制变量的样本数据取对数.基于实

证模型式(１０),采用Stata１５．０得到实证结果表４中的双门限回归模型下的第(１)列.为进一步检验

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别采用变换控制变量、OLS方法得出对应的实证结果.家庭抚养是影响劳动

供给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控制反映抚养状况的控制变量“儿童数量(Z７)”“老年人数量(Z８)”,分别得

到表４中门限回归模型下的第(２)、(３)两列实证结果;通过稳健性 OLS(RＧOLS)方法得出实证结果

如表４第(４)列,其表明在非农经营收入影响是不显著且近似于零的,这间接印证了经济规律可能是

非线性的,其函数形式可能随某个变量而改变的事实.通过对比表４中的结果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

的,即:影响家庭农场经营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率(L)的主要因素为２．５００万元至６．０００万元的非农

经营收入(X１).由于在不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各变量的影响系数基本相同,采用控制儿童数量(Z７)
和老人数量(Z８)的双门限回归结果分析作用机制:处于区间(２．５００,６．０００]的非农经营收入对农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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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率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２５８,即当非农经营收入处于该区间时,能显著降低家庭农业劳动参

与率.
表４　实证估计结果及其稳健性检验

变量
双门限回归模型

(１) (２) (３)
RＧOLS

(４)

非农经营收入(X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２)

非农经营收入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５４０５)

０．００８８
(０．５８５９)

０．００８８
(０．５７３１)

非农经营收入
(２．５００,６．０００]

－０．０２５８∗∗∗

(－３．９７５１)
－０．０２６０∗∗∗

(－４．０４５４)
－０．０２５６∗∗∗

(－３．９４０７)

非农经营收入
(６．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７５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３５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３１８７)

其他收入(R)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１∗

(１．６１９２) (１．５９６８) (１．５１５５) (１．７１７２)

平均受教育年限(Z１) －０．００７４∗∗

(－２．０７０５)
－０．００７５∗∗

(－２．１００８)
－０．００８０∗∗

(－２．２８７２)
－０．００８１∗∗

(－２．２６８２)

平均年龄(Z２) ０．００５４∗∗∗

(３．９０８３)
０．００５７∗∗∗

(４．２０１１)
０．００５７∗∗∗

(４．２６１８)
０．００５２∗∗∗

(３．７４７０)

经营土地面积(lnZ３) ０．００５２
(０．７６３８)

０．００５３
(０．７７１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８００６)

０．００５７
(０．８１２３)

当地人均 GDP(Z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６３０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５２６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４７５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７１８３)

土地流转年限(Z５) ０．００１６
(１．１３３４)

０．００１６
(１．１５０８)

０．００１６
(１．１４５４)

０．００１７
(１．１６６３)

农业机械总投资(lnZ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６２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１７５)

儿童数量(Z７)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２４０
(１．５１８０) (１．５０３２) (１．４１６０)

老人数量(Z８)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５６
(０．８５７６) (１．０２８２)

常数项 ０．５１０６∗∗∗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１８２∗∗∗ ０．５１２３∗∗∗

(６．５２００) (６．４８６９) (６．７４８９) (６．４５３５)

R２ ０．０７８１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５６９
F 值 ５．２０４７ ５．５２２２ ５．７３６６ ３．８４０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各系数对应的t值;表４中的实证结果均采用 RobustＧOLS估计结果.

　　对于区间(０,２．５００]或(６．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０]的非农经营收入作用不显著,可以结合非农经营收入与总

收入的相关数据(见表５)分析:(１)当非农经营收入处于(０,２．５００]时,此类家庭农场的总收入平均为

相对较低的５７．５０万元,经营主要为粮食类作物种植(见图２).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在农闲时节具

有从事其他副业时间,对正常经营期间的家庭农业劳动投入没有挤出效应,以致来自务工、经商或提

供农业服务的收入只有不显著的收入效应.(２)当非农经营收入处于(６．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０]时,家庭农场

总收入相对较高,平均达到１５７．４８万元.由于此类家庭农场可能从事提升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业,
或者经营风险较小的二三产业(见图２).这基本与美国小型家庭农场的经营情况类似,在机械化水

平较高的情况下非农经营收入促进农业经营,但不会增加家庭成员的非农劳动供给[２２].特别是在目

前中国农业比较收益率较低的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非农劳动报酬,将激励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产

业[１８].此外,为实现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经营者雇佣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的中

老年劳动力,以弥补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家庭农业劳动投入不足.(３)其他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

因为与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收入相比,家庭农场经营户的财产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奖励性收入、其他收

入均较低(见表５),难以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从农业补贴的性质而言,其政策目标

主要是引导种植结构调整、要素投入、技术应用等生产行为,间接影响经营者收入[２２];中国长期实行

的是以“保增产”为核心目标的农业政策,对农民增收效果不显著;从冲击的角度而言,暂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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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相对收入变化,引起行为主体优化劳动力供给水平[１７].虽然其他收入属于暂时冲击,但在家

庭农场总收入中的份额相对较小,不能改变家庭消费的预算约束线和保留工资.因此,没有得出ImＧ
bens等提出的非劳动收入会降低劳动供给的结论[２３].

表５　不同非农经营收入情况下家庭农场的平均收入状况

非农经营收入X１区间 单位 (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０]

总收入 万元 ５７．５０ ８５．７９ １５７．４８
财产性收入

政府补贴与奖励性收入

其他收入

万元

万元

万元

１．８１

１．７２

０．１５

０．４６

１．６９

０．６３

１．５２

２．８１

１．８７

　注:数据系根据课题组问卷调查整理得出,图２同.

注:家庭农场通常经营多种农产品,使得家庭内部不同经营品种的比例之和大于１００％.
图２　不同收入状况下家庭农村的经营品种及其比例

　　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引入控制变量是为了使被解释变量“家庭农业劳动参与率”满足条件独立性

假设,或者满足条件均值假设,得到具有因果效应的回归系数.基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此处不对控制

变量作过多的讨论与引申.

　　四、结论与启示

　　非农经营收入对农业劳动投入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而后者关系到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经

营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战略实施.本文采用２０１７年安徽郎溪和湖北武

汉的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基于家庭集体劳动供给决策理论,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采用双门限回归模

型,实证分析非农经营收入对农户农业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当前家庭农业劳动参与率

的因素,主要为处于区间２．５万元至６．０万元的非农经营收入,而财产性收入、政府补贴、奖励性收入

等其他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自有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农业规模经营的效益和稳定性,促进中国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重新配置

的重要途径.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降低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农业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提高农业

规模经营经济效益、专业化水平,可以采取从以下辅助性措施:(１)引导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促
进家庭劳动力的农业投入,降低劳动力雇佣等方面的农业经营成本,实现经营目标由规模向效益转

变;(２)为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从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大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家庭农场

经营者的职业水平和经营效率.
除劳动参与率之外,收入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还可以从广义边际调整与狭义边际调整、时间与

工资的调整等方面,分析其异质性控制效应和非线性效应[４].囿于现有数据的限制,这也是未来潜在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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